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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进工厂少送外卖？靠使命感扭转不了
两会进行时，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很

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产业工人空心
化愈加突出，政府、社会、企业应共同努力，
鼓励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而非从事快递外
卖、网络直播等行业。

很快，该话题引发热议，冲上微博热搜
第一。

首先，需要肯定，该人大代表提出来的
是个很重要、很棘手的问题。该代表提出来
的包括“政府对参与订单式生产的临时用工
给予一定的收入补贴及保险补贴”等建议也
很有建设性。

其次，必须要澄清，制造业用工难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老龄化、外卖直播等行
业的低门槛有一定影响外，还有其他更重要
的因素导致了企业用工难，这个锅不该外卖
和直播行业来背。

一、劳动力短缺是个老问题
产业工人空心化不是个新问题。
早在 2004～2007年，中国就持续性出

现了以青年普通民工短缺为特征的“民工
荒”现象，并且恰恰在这个时期，农民工工资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性上升。由此，很多
专家判断，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
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
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
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国际上通常用刘
易斯拐点来判断劳动力是否短缺。

近年来，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
出。

据统计，2020年中国制造业人才缺口达
2200万左右，近五年，制造业平均每年净减
少150万人。

2021年 5月，中智咨询发布《2020年一
线蓝领用工荒情况调研报告》，调研结果显
示，参与调研的企业中，近七成企业近期正
遭遇用工荒问题、13%的企业表示一般会在
春节以后遭遇用工荒，另有13%的企业则表
示其常年存在用工荒及用工短缺的问题。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5年，中
国制造业 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
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
口率高达48%。

那么，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是什么？
二、人口红利不是唯一原因
恐怕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原因是老龄

化。
老龄化意味着人口红利消退，经常被用

来解释包括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速下滑等各
种问题。必须承认的是，人口红利消退是个
大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人口红
利消退”这一单因素来解释。

第一，单一的人口红利消退因素解释不
了劳动力短缺。

国家统计局将 15～64岁这个口径划归
为劳动人口。按照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劳
动年龄人口在 2013年达到峰值 10.06亿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约 73.9%），随后就以加速
度绝对减少：每年减少人数以万、十万、百万
到千万的量级递增，到 2020年已经累计减
少了 4170万人，剩余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降为68.5%，即8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
比减少了5.4%。

与此相对应，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
为20056万人，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4.2%。

如此说来，人口红利确实是劳动力短缺
的重要因素？但从就业格局来看，事实并非
如此。

以 2021年前三季度为例，我国的总就
业人口中，16～60岁人口的失业率不到5%，
但分年龄段看，16～24岁群组的失业率为
15.4%，而 20～24 岁群组的失业率更高达
20%以上。这说明，我国就业的总体状况十
分良好，但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劳
动人口总数的下降并不能完全解释劳动力
短缺的问题。

第二，快递等服务业就业和制造业就业
并非此消彼长。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快递从业人数已
突破 1000万人，其中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
破 700万人。疫情加剧了劳动力产业间的
移动，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
内，美团新增骑手 33.6万人，饿了么新增骑
手24.4万人，这些新增骑手中制造业工人占
比为40%，成为新增骑手的主力军。

如此说来，服务业就业增加是制造业就
业不足的重要因素？但从从业人数来看，事
实也非如此。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
位制造业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制

造 业 就 业 人 数 分 别 为 3832.03 万 人 和
5907.36万人，合计为 9739.39万人，如果算
上非城镇就业，制造业从业总人数粗略估计
应该超过1亿。

据说，当下的缺口达 2200万，而外卖骑
手的总人数不过 700万，其中还包括大量兼
职人员。显然，两个行业的从业人数根本不
在一个量级，即使全部外卖人员转行进工
厂，也不够弥补缺口。

另外，也需要注意，2019年有“近四成新
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是疫情期间出现的特
殊情况。疫情中许多制造业处于停工状态，
而恰好疫情期间正是快递、外卖行业大幅增
长阶段，人们需要通过网络消费来满足日常
生活的需求。为了获得经济收入，所以才在
短期内有大量制造业工人流向快递外卖行
业。

三、服务业发展存在滞后
况且，制造业与服务业，本身并非对立

关系。
如果把中国经济过去的四十年粗略划

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那么，上半场是工业
化主导，下半场是城市化主导。而城市化又
有赖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零售、快
递、外卖等消费型服务业。

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恰恰是城
市化率低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全球范围
内经济体发展都有一个规律：高端、密集、低
成本的服务一般都存在于大城市，在小城市
由于消费能力、需求层次、规模效应的制约，
反而很难发展起来。

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 63.89%，虽
然超过 55.3%的世界平均标准，但距离发达
国家平均81.3%的城镇化程度还有一定的差
距（202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是95%）。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率不能等
同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Urbanization），因
为发达国家的市与镇只有规模大小的差别，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上差异并不
是很大。但在中国，不仅县级以上城市的行
政级别高于镇，而且一般而言，县级以上城
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也高
于镇。

按现行口径统计，我国 8.5亿城镇常住
人口中，既包括 5亿多居住在 684个县级以
上城市的市民，又包括 3亿多居住在 2万多
个建制镇中的镇民。所以，如果按照县级以
上常住人口来算城市化率，那中国的城市化
率在40%左右，远低于城镇化率（63.89%）。

我国的制造业全球排名第一，但城市化
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其背后反映出来
的重要问题在于，一个工业化发展快而城市
化滞后的国家，内部市场必然是小的，供大
于求，偏重出口。

过去一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依赖出口，
工业化进步很快，但短期内市场和国内需求
没有跟上，收入水平、消费需求以及很多服
务业的发展有一定滞后，这也是未来一段时
间中国经济想要畅通双循环、拓展国内市场
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顺便说一句。过去一段时间内，全国各
大城市开启了“抢人大战”，由于既要控制城
市总人口规模，又要抢“高端人才”，所以一
些流动性强、可替代性强的“低端劳动力”被
挤出大城市。

但实际上，一个地区引进任何优质产
业，都需要配套高中低各档服务业。高端产
业也好、制造业也好，都需要和服务业有一
个合理的配比，因为越是高端人才，对生活
质量的要求相应越高，越需要相应的服务业
来支撑。

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生活环节，高端产
业和服务业都是互补的。而劳动力流动不
畅，会加重大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状，进而
推高服务业劳动力的价格，结果是让普通老
百姓的生活成本“被提高”，长此以往，很容
易挫伤消费。

所以，重视高端人才而不重视基础服务
业的思路，未来逐渐需要改变。

四、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
既然人口红利消退、快递等服务业挤

占，并非是制造业就业净减少的主要原因，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造业就业不
足？这个问题可以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分别
分析。

1. 需求端
有数据测算，过去五年，制造业从业人

员每年平均净减少 150万人，但每年这 150
万净减少并非全是需要补充的“缺口”，也有
可能是被需求端主动替代的。比如，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部研究室主任卓

贤 2019年曾撰文指出，从制造业的劳动力
需求端分析，中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主要源
于效率提升、分工深化和跨境转移三大因
素。

原文有翔实的数据测算和分析，感兴趣
的读者可以点击文末列示参考材料的第一
个链接，在此只简单介绍相关结论。

第一，机器换人，解释了制造业 34％
（293万）的就业下降。

虽然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有所下滑，但
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却有所上升，这
直接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背后的逻辑是
制造业从大规模人工生产向机械臂、真空吸
力、机器视觉系统等自动化场景的转变。从
2013年到 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
量已经连续八年位居世界首位，2020年装机
量占全球的44%。

第二，分工深化解释了 35％（302万）的
制造业就业下降。

数字技术进步催生制造业分工深化，当
属于制造业内部的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
服务性环节被外包给信息科技公司、物流公
司等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之后，原本统
计在制造业部门的部分岗位就计入了服务
业部门。

据测算，2013～2017年 4年间有 302万
就业岗位从制造业企业中分离出来，这解释
了35％的制造业就业下降。

第三，产业转移解释了 31％（250万）的
制造业就业下滑。

全球产业转移表现出“双路线”特征。
一方面，随着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低成本竞争
优势的显现，中国的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逐渐向后发国家转移，2013～2017年，这部
分就业人数下降了约250万。

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渐
成趋势。例如，估算 2013～2017年，我国制
造业就业岗位回流美国的规模为 17万个。
综上，产业跨境转移解释了31％的制造业就
业下滑。

从需求端分析，2013～2017年，制造业
减少了 845万岗位，每年减少 210万。与此
同时，服务业年均新增 1309万人，吸纳了大
量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服务
业尤为引人注目，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年
均新增就业分别达476.2万和174.1万，两者
创造就业的能力超过 2004～2008年高峰期
的制造业。

需要注意的是，服务业在此，发挥的并
非是“虹吸作用”，而是“接纳作用”，是就业
的“稳定器”。

如果考虑到时间差异、口径差异，
2013～2017年制造业就业年均减少 200多
万对应的原因，其实可以粗略解释近几年每
年净流出150万的绝大部分。

所以，制造业流出，并非完全是供给不
足，很可能是需求端的原因。

2. 供给端
需求端的几个因素过于宏观，与普通打

工人关系更密切的应该是供给端的原因，也
就是人大代表关心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
做光荣的产业工人了？

首先，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
素。

更粗暴直接的解释是，人要吃饭。有些
企业领导，特别喜欢倡导员工要有使命感，
要无私奉献，有些有文化的领导，还会引用
马斯洛需求，把“用爱发电”讲成“自我实
现”——

你做产业工人，是避免产业空心化，助
力国家制造业腾飞，不被西方国家卡脖子；

你做医生，是要救死扶伤，做一名白衣
天使；

你做老师，是要春蚕到死丝方尽，为教
育好祖国的花朵而呕心沥血。

但马斯洛需求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五个层次，领
导们光强调最高级的“自我实现”，前面的四
层需求呢？

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一线城市月薪能
够上万；反观制造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检
索，很少看到会有企业以七八千元的薪酬去
招聘普通工人。

其次，自由是影响就业意愿的第二因
素。

前阵子，DT财经发起了一次有 2113人
参与的“职场倦怠”调查。调查发现，在引发
打工人厌倦情绪的要素榜单中，收入、工作
内容和工作量/时长排前三。

确实，对于职场人来讲，无聊且没有意
义的工作内容令人感到厌倦和窒息，干得多

却拿得少的不公平感也让人倍感委屈。总
体来说，如果一份工作本身的公平、效率、价
值或意义被破坏，就容易令人失去热情，变
得倦怠。

笔者曾经短暂在服装厂当过流水线工
人、在建筑工地做过小工、在餐饮企业做过
服务员。

在服装厂的工作，主要做过三个岗位，
分别是给衣服挂吊牌、钉扣子、包装（叠衣服
装袋），三个岗位都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同事们都需要各自伏案
工作，相互间交流非常少。

在建筑工地的岗位主要是给泥瓦匠提
供材料，包括供水泥、砖头、递工具。通常是
1个小工，服务 2～3名大工。工作一天下
来，腰酸背痛、倒头就睡。相对来说，虽然没
有任何社会保障，但净收入还挺可观。

在餐饮业，主要是上菜、收拾杯盘狼藉、
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要，在用餐高峰期的工
作强度较大，但非高峰期相对比较空闲。

个人感受，虽然收入的绝对值较低，但
餐饮服务员的性价比最高，因为工作环境相
对更好、工作内容相对多元（可以接触不同
顾客）、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工作强度相对不
那么大。

2021年因工作关系，我还去国内几家头
部家电制造业企业短暂调研。

客观来说，与过去十几年相比，头部家
电制造业企业的工作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总体来看，依然没有超出流水线生产、重
复劳作的本质。员工在某家企业工作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也与企业家的管理理念密切
相关。比如，有的企业家努力为自家员工提
供住房。但大部分企业，比如某某康，工作
强度非常大。

记者还采访了一名“逃离工厂”的骑手。
阿象 7年前，离开家乡来到珠三角一家

生产小家电的A股上市公司打工。
阿象当时在滴漏式咖啡机的生产线上

工作，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将塑胶壳夹在咖啡
机的铁片上，铁片有十几个孔，需要每个孔
对齐，然后再用螺丝刀的刀把捶平整。

这一套工作要在 20秒内完成，每天要
重复 800遍，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到 3500块
钱。

2018年下半年，他离开了工厂，开始做
起了外卖骑手。刚开始时，由于对配送线路
不熟，不知道哪里的单多，每个月跑下来，到
手也不过 4000块；但熟悉之后，就可以轻松
赚到六七千。

与工厂里定薪不定时、流水线上无自主
性的“螺丝钉”工作相比，外卖骑手工作时间
自由、多劳多得等优点，当然更容易获得年
轻人的青睐。

最后，在收入和工作自由度以外，职业
发展空间也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重要因素。

有人担心，快递和外卖没有技术含量，
几年以后被相关行业淘汰，不能再“吃青春
饭”之后，如此大的群体，将引发严重的社会
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可是，相当多的快递和外卖员，恰恰是
被制造业企业淘汰的普通工人。比如，2019
年 1月，美团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
研究报告》提供了侧面证据：美团外卖骑手
的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产能行业”的
产业工人，占比达到31%。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
一份调研报告也提到，根据课题组对国内
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制造
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

职业晋升无非是专家岗和管理岗，可
是，绝大部分普通产业工人都是低学历低技
术，很难走这两条路线。同时，中国制造业
正处于更新换代的档口，低端制造业逐渐转
移，虽然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
但尚未成熟，相对应的，制造业企业缺乏更
多的是高附加值岗位。

2021年的流行词是“内卷”，这是一个我
国经济的普遍问题，每个行业都或多或少遇
见了自身的发展困惑，某种程度上，或许制
造业企业才是内卷之王。

五、怎么办？
1. 逐步放宽户籍制度等在内的阻碍人

力资本流动的因素
有读者疑惑了，制造业企业就业不足，

怎么扯到户籍制度改革了？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巨大的劳动力

存量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了起来。人往
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里工资高，农业转移
人口就流向哪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允许
人力资本的跨区域调配，（下转第52版）


